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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內以修己，外以治世，是儒家的關懷。因此，若只是從德性修養的角度去審視儒家人

物，則並不全面，而還須留意其事功的面向。當代新儒家第一代思想家梁漱溟先生，在辭

去北大教職後，投入鄉村建設長達十年之久。過去的研究，大多僅針對其鄉村建設本身的

得失成敗作出討論，而未能見到鄉村建設的背後，其實還有著梁漱溟對於民主政治的思考

及實踐於其中。 

本論文則從另外一個視角，解讀梁漱溟在鄉村建設思想中，對當時西方民主的反省與

思考。首先討論梁漱溟在時代變局中的社會關懷，其次探討梁漱溟對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思

索，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釋梁漱溟所推動的鄉村建設，乃蘊涵他對儒家式民主政治的實驗

之用意。在儒學與民主之間的議題上，梁漱溟的觀點值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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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內聖外王」一詞，在現今流傳的先秦典籍中，首見於《莊子》，屬於道家者言，卻

也是儒家的主要關懷。內以修己，外以治人、治世，在獨善其身之餘，力求兼善天下，是

歷代儒者們所致力之處。以此之故，若只是從內心修養的理論與實踐這一角度來審視儒

者，並不全面，而還須留意其事功的面向。當代新儒家第一代思想家梁漱溟先生

（1893-1988）亦是如此。暫且不論成敗得失與後世評價為何，不可否認「事功」在梁漱

溟一生中是佔有重要地位的，他的成就並不僅止於「道德」而已。 

在北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邀請下，梁漱溟於 1917 年到北大任教。然而，梁漱溟說，「隨

著在北大任教時間的推移，我日益不滿於學校只是講習一點知識技能的偏向」，而無古人

講學之風。1梁漱溟回憶，自己在二十九歲那年，在濟南教育廳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這個講題先前在北大亦曾講過，後來結集成書，於民國十年（1921 年）付印出版，《東西

文化及其哲學》一書立刻讓梁漱溟聲名大噪。此書其中有一段講到「求友」，並在結論中

提到「要復興古人講學之風，使講學與社會運動打成一片」；且從隔年起，開始有一些年

輕朋友，聚集在梁漱溟身旁，一起相處，過團體生活，大家「以人生向上來共相策勵，每

日只是讀書，講一講學問」，這才是梁漱溟理想中的教育方式。21924 年，梁漱溟辭去北大

教職，將他的教育理念付諸實踐，先後籌辦曹州高中、曲阜大學，乃至後來的勉仁中學、

勉仁書院等。3這期間，除辦學、講學之外，梁漱溟的社會實踐還有他所稱的「鄉村建設」。 

梁漱溟的「鄉村建設」一詞，歷經幾次修改。最初是用「鄉治」一詞，如 1928 年梁

漱溟在廣州時即稱「鄉治」。但當時在北方有人則是稱「村治」，如在河南設立的村治學院

等。梁漱溟到山東後，認為「鄉治」和「村治」這兩個名詞都不夠通俗，便改為「鄉村建

設」，他認為「這一個名詞，含意清楚，又有積極的意味，民國二十年春季即開始應用。」4梁

漱溟早在 1928 年便提出鄉村建設相關主張，至於鄉村建設理論的成熟，大約是在 1930

年後的三年之間。5梁漱溟有關鄉村建設的思想，主要見於《鄉村建設大意》與《鄉村建 

 

                                                        
1
   梁漱溟：〈生平述略〉，《我生有涯願無盡：梁漱溟自述文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

頁 4。 
2
  梁漱溟：〈朝會的來歷及其意義〉，《朝話》，《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40。 
3
  按，曲阜大學後來並未辦成。 

4
  梁漱溟：《自述》，收入於《梁漱溟全集》（第二卷），頁 31。《自述》原為梁漱溟所作演講，於 1934

年 1 月 3 日至 6 日，分四次講完，講話紀錄曾收入《鄉村建設論文集》（1934 年）。 
5
 同前註，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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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理論》這兩本書，皆由山東鄒平鄉村書店所出版，前者出版於 1936 年，後者出版於 1937

年，二者後來收入於《梁漱溟全集》之中。 

在當時社會上，許多人對於梁漱溟主動放棄第一學府教席，深感不解，為他感到可惜。

梁漱溟回憶說：「社會上愛我的朋友，見我近年行事似在做一種社會運動或政治活動，多

有疑訝我拋開學者生涯而別取途徑，擔心我將卷入濁流者。亦有認此種運動必無結果，勸

我不如研究學問者。更有幾位有心人，認我往者從人生思想上指導社會，是根本重要的事

業；乃若現在所用心的鄉治或村治之事則盡可有旁的人能作，而無須乎我來作；都勸我不

要輕棄自己的責任。表示這類意思的信件我接得很多，其中盡有全未謀面的。至於當面見

教、問我為什麼忽然改行的，更隨處都遇者。」6對此，梁漱溟曾經表示，愛護他的人不

必感到可惜，因為自己從來就不是學者，不是「學問中人」而是「問題中人」，正如他說：

「外間對於個人，往往有許多不同之猜測，以為我為一學問家、哲學家、國學家或其他專

家，彷彿看我為學問中人；其實我並無學問。我省思再四，我自己認識我，我實在不是學

問中人，我可算是『問題中人』。……我當初並無意於某一方面的學問，或者是哲學，或

者是佛學，乃至於政治學、經濟學等等，而結果則都知道一點，其所以致此者，問題逼之

使然也。當初我無意於社會中如何做那種事業，成就一種地位，而結果能做點事業，有點

地位；其故無他，亦問題逼之使然也。」7這是梁漱溟極具個人風格的誠懇自省，這一風

格貫穿其一生。 

在梁漱溟所關心的諸問題中，其實又可歸納為「人生問題」與「社會問題」兩大類。

自少年起，這兩者便構成了梁漱溟的核心關懷。當他關注「人生問題」時，就要學佛，想

要出家；而當他偏向於「社會問題」時，他在有所見解之餘，更化而為行動，從事於鄉村

建設，誠如梁漱溟所言「我今日所提倡並實地從事之鄉村運動，即是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

的一種煩悶而得來之最後答案或結論」。8梁漱溟不同於許多只會在書齋裏讀書治學的人，

他不僅坐而言，更能起而行，從問題發而為思想，從思想落實於行動。9若能理解梁漱溟

這一特質，就能體會他從大都市大學講堂走向鄉村從事建設的心志；正如他說：「凡是能

從性情脾氣上了解我的人，就可知道我今日之社會運動正是『題中應有之義』。」10 

 

                                                        
6
  梁漱溟：〈主編本刊（《村治》）之自白〉，《散篇論述》，《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濟南：山東人民

出版社，1992 年），頁 5。 
7
  同註 4，頁 3。 

8
  同註 4，頁 15。 

9
  如梁漱溟說：「我本來無學問，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來，實來自我的問題，來自我的認真。……

當初我的思想是從實在的問題中來，結果必回歸於實在的行動中去。」見同註 4，頁 9。 
10

  同註 6，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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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年 1 月 3 日到 6 日，梁漱溟在演講時，誠懇反省自己過去，提出有四個「不料」。

第一個「不料」，是不料被視為學問家，他說自己只有中學畢業，「所受的教育，如此淺薄，

講學問的工具，如此不夠用。」11他的一些思考主張，不過是「不知不覺摸索得來，當初

自己並未能料到，乃是誤打誤撞而來，自己實未嘗想到學問究竟何事也。」12第二個「不

料」，是「小時候未嘗讀四書五經，而後來乃變為一個擁戴儒家思想贊揚孔子的人」，並說

自己「對於中國重要古籍，不過僅如看閒書、看普通雜誌般的瀏覽過。我須引徵古書時，

必須翻檢原文，而且常常不能尋找得到。擁護儒家闡發孔子思想乃偏偏出於我這樣一個

人，實所不料也。」13第三個「不料」，是「自己生長於北京而且好幾代皆生活於北京，

完全為一都市中人，未嘗過鄉村生活，而今日乃從事於鄉村工作，倡導鄉村建設運動。以

一個非鄉村人而來幹鄉村工作，真是當初所不自料的事!」14第四個「不料」，則是「不自

料鄉村建設運動民眾教育或說是社會教育為一回事」，主張鄉村建設其實就是社會教育。15 

自 1927 年 34 歲至 1937 年 44 歲的十年之間，梁漱溟將其青壯歲月投入於鄉村建設運

動。這部分，在現今偏向於哲學詮釋進路的新儒學研究視野中，相當不容易予以定位，或

認為是缺乏形上學意趣而有所忽略。但不得不承認，我們想要探究梁漱溟其人其學，鄉村

建設乃是不可跳過的一個議題。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梁漱溟的鄉村建設？梁漱溟的鄉村

建設有何思想上的意涵？本論文認為，梁漱溟推動鄉村建設，並不只是為了解決鄉村問題

而已，而是有著更宏大的對政治、社會的思考於其中。16誠如梁漱溟說自己「不是生長鄉

村，鄉村自救之意，在我身上不會親切，而是對於這個社會的組織構造問題在我心目中以

為頂大」，因此所謂「鄉村建設，實非建設鄉村，而意在整個中國社會之建設」17，「乃是

解決中國的整個問題，非是僅止於鄉村問題而已。」18至於梁漱溟為何選擇鄉村而非都市

來進行建設，則理由大致有二：其一，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都住鄉村；其二，由於學習

西方，導致鄉村受到明著暗著直接間接地破壞。19  

民國初期，以陳獨秀、胡適等人為代表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當時

有所謂「德先生」與「賽先生」，前者指的是民主 Democracy，後者指的是科學 Science。

                                                        
11

   同註 4，頁 4。 
12

   同註 4，頁 5。 
13

   同註 4，頁 16。 
14

   同註 4，頁 31。 
15

   同註 4，頁 31-32。 
16

  郭齊勇、龔建平兩位先生亦有類似觀點：「將鄉村建設的具體方法與舉措還原到其文化理論問題上

來，重新審視其文化哲學，才是真正有意義的。」見郭齊勇、龔建平：《梁漱溟哲學思想》（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61。 
17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161。 
18

   同註 4，頁 31。 
19

  梁漱溟：《鄉村建設大意》，《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608-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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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論文主要將論述，梁漱溟的鄉村建設思想，是對近現代西方文明發展的省思，是對民國

建立以來引進西方式民主制度的反思，並且將他對德謨克拉西「德先生」的反思落實於行

動。這是本論文解讀梁漱溟鄉村建設所採取的視角。20  

以下，首先敘述梁漱溟的社會關懷，其次論述他對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檢討，再則闡述

他所推行所嘗試推行的儒家式民主政治，其具體落實就是鄉村建設。 

二、變動時局中的社會關懷 

梁漱溟的社會關懷，可以從三個方面來觀察其產生的背景。 

（一）家庭的影響 

梁漱溟生長在北京城內清朝官員之家，父親梁濟重視事功，在晚清變局中立場傾向於

維新。21梁漱溟自幼在寬鬆的家庭氣氛中成長，接受的是新式教育，這在同輩來說是不多

見的。在父親關心國事的影響下，梁漱溟從中學時候開始留心時政，最喜愛閱讀由梁啟超

主辦的《新民叢報》、《國風報》等政論性質的雜誌，並養成每日讀報的習慣，「每日不看

報，則無異於未曾吃飯飲水」，這些皆是「留心時事與關切社會問題的表現」。22 

梁漱溟早先傾向於維新變法，後來轉向支持革命。23民國成立，梁漱溟十八歲，常去

旁聽國會開會。24二十歲時，梁漱溟偶然讀到張繼翻譯的日本社會主義學者幸德秋水所著

                                                        
20

  在現今對梁漱溟鄉村建設的研究中，大多僅是就其鄉村建設本身來分析，而未見有探討梁漱溟從事

鄉村建設之立意所在，乃有著對民主政治的關懷於其中。在對梁漱溟的相關研究中，顧紅亮《儒家

生活世界》一書是較具新意者。此書借用西方哲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的「生活世界」概

念，提出「儒家生活世界」概念，專門對梁漱溟思想進行討論，主張「儒家生活世界」由禮俗儒學、

政治儒學和心性儒學三個面相所構成。不過，顧紅亮對於梁漱溟鄉村建設，主要是從「禮俗儒學」

的角度來探討。延用顧紅亮三個面向的說法，本論文固不否認梁漱溟鄉村設中有著「禮俗儒學」之

面向，但本論文則更進一步主張，鄉村建設本身其實亦且是梁漱溟建構「政治儒學」的嘗試。參見

顧紅亮：《儒家生活世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34-35、頁 47-49。此書為作者惠

贈，特此感謝。 
21

  梁濟早些是清朝內閣中書，後晉升為候補侍讀，主要工作是抄錄皇室檔案。見同註 1，頁 3。 
22

  同註 4，頁 15。 
23

  如梁漱溟說：「我在清末時為一立憲論者，其後又轉變為革命論者。當我所以贊成立憲論時，實鑑

於美國、法國的制度不若英國的制度。當時我對於中國問題之見解，認為最關緊要的是政治改造問

題而不是對滿洲人報仇問題。……迨至清廷對於立憲無誠意時，大勢所迫，不得不轉而革命。」同

註 4，頁 19。 
24

  梁漱溟：〈我的一段心事〉，收入《散篇論述》，《梁漱溟全集》（第五卷），頁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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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之神髓》一書，非常傾心於社會主義，「當時曾有《社會主義粹言》一書之寫

作，自己向人借來鋼板鋼筆，自己繕寫，自己印刷數十份，分送友好。」25可見，梁漱溟

日後從事社會運動其來有自。 

梁漱溟常與父親議論國事。梁濟在 1918 年 11 月 10 日投水自盡，有殉清及警示國人

之用意。26這影響梁漱溟日後對於社會問題的不容放鬆，他回憶說：「先父離家時係在早

晨，在他心意中早懷下自盡之念，惟家人不知耳。臨行前偶從報上一段國際新聞引起閒談，

尚憶及他最後問我『世界會好嗎?』我答覆說：『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裏去的。』他

點頭說：『能好就好啊。』從此再沒見到先父。父子最末一次說話，還說的是社會問題。

自從先父見背之日起，因他給我的印象太深，事實上不容許我放鬆社會問題，非替社會問

題拼命到底不可。」27梁漱溟後來撰有〈思親記〉一文，提到父子之間常由於政治觀點不

同產生爭吵，說：「公厭薄黨人，而溟故袒之。公痛嫉議員並疑其制度，而溟力護國會。

語必致忤，諸類於是，不可枚舉。時局多事，倏忽日變，則亦日夕相爭；每致公不歡而罷。

然意不解，則旋復理前語；理前語，則又相持。當午或為之廢之，入夜或致晏寢。即寑矣，

或又就榻前語不休。其間詞氣暴慢，至於喧聲達戶外者有之；悖逆無人子禮。嗚呼!痛已!

兒子之罪不可贖已!」28從中亦可見到，梁漱溟當時對於西方式的民主代議制是相當擁護的。 

（二）新文化運動的衝擊 

大約自 1917 年至 1921 年，影響甚深的新文化運動，以陳獨秀、胡適為代表，以北京

大學為發源地，熱烈地展開。所謂「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受到民初新

派知識份子所崇敬，並成為批判舊禮教、舊傳統的有力工具，譬如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

青年》雜誌上，撰有〈本誌罪案之答辯書〉一文，以諷刺的筆法寫道：「本誌同人本來無

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拉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兩位先生，才犯了這幾

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便不得不反對孔教，禮法，貞節，舊倫理，舊政治。要

擁護那賽先生，便不得不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便不得不

                                                        
25

  同註 4，頁 15-16。 
26

  梁濟在遺書中說道：「吾今竭誠致敬以告世人曰：梁濟之死，系殉清朝而死也。」又解釋說：「吾因

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

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

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見梁濟著、黃曙輝編校：〈敬告世人書〉，《梁巨川遺書》（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51。 
27

  同註 4，頁 17。 
28

  同註 4，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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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國粹和舊文學。」29梁漱溟在 1917 年便到北大任教，身處於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在

批判儒學的言論中，所感受到的衝擊必定是相當強烈的。事實上，梁漱溟《東西文化及其

哲學》一書便是在這樣的激盪下所產生的。 

梁漱溟後來回憶，說： 

 

民國六年，我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孑民先生之邀入北大教書，其時校內文科教授有陳獨

秀、胡適之、李大釗、高一涵、陶孟和諸先生。陳先生任文科學長。茲數先生即彼時

所謂新青年派，皆是崇尚西洋思想，反對東方文化的。我日夕與之相處，無時不感覺

壓迫之嚴重（我對於儒家思想之了解係先前之事，而思想轉變由佛家而儒家則在此時

之後也）。我應聘之前，即與蔡陳兩先生說明，我此番到北大，實懷抱一種意志一種

願望，即是為孔子為釋迦說個明白，出一口氣（出氣二字或不甚妥當）。……《新青

年》雜誌之批評中國傳統文化，非常鋒利，在他們不感覺到痛苦；彷彿認為各人講各

人的話，彼此實不相干；彷彿自己被敵人打傷一槍，猶視若無事也。而我則十二分的

感覺到壓迫之嚴重，問題之不可忽略，非求出一解決的道路不可。在我未肯定我的答

案以前我一時可以緘默不言；但必是時時去找路子，探求答案，不稍甘一如他人之漠

不關心也。30 

 

從以上引文可知，梁漱溟在與陳獨秀、胡適等這些「新青年派」同事的相處之下，對於他

們如此激昂地批判東方文化、中國文化，深切感到痛苦與衝突，由此對於東西文化的問題，

非要找出個答案來不可。這其中緣由與梁漱溟本身性格有關，對於任何事情、任何問題非

常認真，不允許隨便忽悠過去。31  

梁漱溟的認真，從另一件事情也可得見。1920 年蔡元培校長赴歐洲考察，臨行前同

事們為他餞行。席間談話，多有認為蔡校長此行，必將有利於東西文化的溝通云云。這本

是奉承客套之語，熟料梁漱溟竟現場提出質疑，說不知東方文化中有什麼可以介紹到西方

去？如果在場諸先生不能確實說得出來，則這類講話沒多少意義與價值可言。32這種不隨

流俗的認真，在思索東西文化是如此，在探索西方制度是否適合中國時亦是如此，從而有

後來的對民主「德先生」的反思。  

                                                        
29

   陳獨秀：〈本誌罪案之答辯書〉，收入於袁偉時主編：《告別中世紀：五四文獻選粹與解讀》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78。 
30

  同註 4，頁 11-12。 
31

  梁漱溟說：「凡是成為問題的，在我心目中從來不肯忽略過去。推究其故，還是不外我肯認真，不

能不認真，不能不用心思，不能不加以考究，決不容許我自己欺瞞自己。」同註 4，頁 12。 
32

  同註 4，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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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紛亂政局的憂心 

清末民初以來，政治紛亂。南方雖為革命黨人所取得，北方仍在袁世凱控制下。1911

年十月辛亥革命成功，南方各省紛紛易幟，並選出孫中山為臨時大總統。隔年元旦，孫中

山宣示就任，臨時政府在南京宣告正式成立。三月，南京臨時政府大總統孫中山頒布〈臨

時約法〉，四月遞交辭呈，推舉袁世凱繼任。袁世凱於是成為臨時大總統，並將臨時政府

定都於北京。民國雖然成立，然而政局並不平靜。晚清以來，革命志士為爭取共和所採取

的暗殺手段，在民國成立後仍然不絕如縷，只是對象有所轉變，由滿清權貴、大臣，轉向

共和國政府內的政敵。1913 年 3 月，一貫主張內閣制的宋教仁，時任國民黨代理理事長，

在上海遭致暗殺。南方出現所謂二次革命，諸多省市陸續宣佈獨立，戰事又起。1913 年

10 月，〈大總統選舉法〉通過，袁世凱任大總統。袁世凱先是修改〈臨時約法〉，繼而修

改〈大總統選舉法〉，擴增大總統權力。1915 年 12 月 14 日，袁世凱稱帝，改國號為中華

帝國。各省紛紛宣告獨立，起兵討袁，號為護國戰爭。1916 年 3 月 23 日，袁世凱被迫取

消帝制，6 月病故，獨立各省又紛紛宣布取消獨立。33 

北方在袁世凱亡故之後，軍閥割據，有皖系段祺瑞、奉系張作霖、直系吳佩孚、曹錕、

馮玉祥。1916 年 8 月，段祺瑞當選國務院總理。1914 年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7

年，馮國璋代理大總統，對德奧兩國宣戰。1918 年 1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北洋政

府作為戰勝國一方而歡慶。孰料，巴黎和會未能如民眾心理預期，而是由西方列強決議將

德國在山東權益移交日本。1919 年 5 月 4 日，爆發五四運動。1922 年 4 月，直奉戰爭暴

發，曹錕打敗張作霖，獨攬北洋政府大權。6 月，北方大總統徐世昌在曹錕的逼迫下退位，

黎元洪繼任。1923 年 6 月，曹錕又逼迫黎元洪下臺，賄賂國會議員而當選大總統，於 10

月就任，直到隔年 10 月被馮玉祥政變趕下臺。在南方廣東，1917 年 9 月，孫中山於廣州

就任海陸軍大元帥，在南方組成政府。當月，護法戰爭於湖南暴發，南北對立局勢再現。

孫中山於 1921 年 4 月被推選為非常大總統，就任後通過北伐案。1924 年 11 月，孫中山

發表北上宣言，表示將北上與馮玉祥共商國事，但隔年 3 月便在北京去世。內戰之餘，外

國勢力也逐步深入。1925 年 5 月，上海租界日資工廠關閉，停發工資，勞資雙方協調時，

日方開槍射擊勞方代表等人，引發工人罷工、學生抗議，英國巡捕開槍，十餘人死亡，此

即「五卅慘案」。1926 年 1 月，在南方的國民政府決定興師北伐。7 月，國民革命軍在廣

州舉行誓師典禮，蔣中正發表北伐宣言。隨後，逐步向北攻克。34 

以上，即是從民國成立到 1927 年梁漱溟投入鄉村建設之間的政治發展概要。 

                                                        
33  參張玉法：《中國現代史》（臺北：臺灣東華書局，2001 年），頁 72-136。 
34  同註 33，頁 14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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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漱溟關懷國事，對辛亥革命後十餘年間政局的變化感到憂心與失望，他是這樣說的： 

 

民國成立以後，我以為政治改造之要求已屬達到，或可說已有希望，而事實上乃大不如

此。反至一年遠似一年，一年不如一年，開始時還似有希望，而日後則越來越絕望。35 

 

紛亂的政局，不僅引發梁漱溟的擔憂，也引發梁漱溟對政治制度的思考，正如他說：「我

因從中國政治問題直接的刺激煩悶而注意到抽象的政治制度問題。」36審視這些年的政治

發展，梁漱溟認為這「十幾年的擾亂不定，就是指示舊轍已經脫失，新軌的未立。」37梁

漱溟檢討其中原因，有著不同於一般人的看法。民初政局，革命未能如初衷般建立民主共

和政體，反而紛亂異常，史家多將罪名指向袁世凱，認為袁世凱不僅晚清之際辜負於光緒

皇帝及康、梁諸人，辛亥革命後又再辜負於孫中山，稱得上是罪魁禍首。然而，梁漱溟並

不如此看，他表示： 

 

當此時也，一般人類多責難彼時三數強有力者之破壞政治制度，如袁世凱之破壞約法

以及其他軍閥之攘奪競爭；而在我則始終認為這不是某幾個人所能破壞的，我們僅責

難少數人，實已蹈於錯誤之境地。……所以在當時一般人都責難袁世凱和其他軍閥有

力者，而我則不然。38 

 

眾所周知，梁漱溟自少年時期開始，即傾心於佛法，梁漱溟此番話即有著佛教「諸法因緣

生」的意涵於其中。法不孤起，必仗緣生，任何現象的發生，都是有因有緣的，有近的因

緣，亦有遠的因緣。梁漱溟因此說：「我們看任何事，不要只看中心點，須看四周圍，看

背景、看環境；不能只看近處，還須看遠處；不能只看淺處，還須看深處；不能只看一時，

還須得看過去所以如此的成因與由來。」39如此去觀照世間，便能產生智慧，從而瞭解任

何人事物，不論多好或是多壞，皆是有其產生的背景；而若是將某人的成功、榮耀，完全

歸功於其才德，或是將某人的敗績、惡行，完全歸咎於其頑劣根性，皆是未能照見其緣起。

梁漱溟又說： 

 

 

                                                        
35

  同註 4，頁 19。 
36

  同註 17，，頁 161。 
37

  同註 6，10 頁。 
38

  同註 4，頁 19。按，做記號處乃依原書，原書為字下加黑點，下引並同。 
39

  同註 4，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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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元年公布之臨時約法（即是或其他的新法令、新制度，如國會議員選舉法等），

在彼時雖然訂成，雖然實行；但是這一件東西，只不過投入吾們大社會中一個很小之

因子而已，只不過投入很有歷史很有舊習慣之社會中一個新的因子而已。……約法之

破壞，在一般人視為出乎意料之外，而在我則視為並非意外之事。40 

 

梁漱溟對於約法遭破壞一事，即有著他對於緣起的思考。因此他說，在一般人看來是出乎

意料之外的事，而在他本人看來，則並非意外。梁漱溟並認為，主要是因為「多數民眾沒

有那樣的政治習慣，因而不會運用那樣的政治制度」，「新政治制度不是搭一空架子所能

夠建立起來的。」41 

此外，梁漱溟對於民初紛亂政局的觀察，有著一個鮮明的觀點，即他認為西方式民主

政治制度並不適合當時中國。其實，如同許多新式學人一般，梁漱溟早年亦曾是西方式民

主政治的崇拜者，譬如他說：「我從前是非常之信佩西洋近代政治制度，認為西洋政治制

度是非常合理的，其作用是非常巧妙的。我彼時總是夢想著如何而可以使西洋政治制度到

中國來實現，從十五歲起一直到二十餘歲都是如此。」42甚至在民國十年（1921）梁漱溟

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仍還是很信服於西方政治，認為在社會和政治的改造上，

必須仿傚西方。43  

然而，梁漱溟說自己「洎乎民國十一年至民國十六年間，才切切實實認識了，決定了

西洋政治制度與中國不能相連。中國雖然可以有政治制度，但決不是近代西洋的政治制

度。」44梁漱溟認為，民初政局的紛亂，不僅是由於人為不臧，而還有西洋政治制度貿然

移植過來的水土不服、適應不良的原由。他既而主張，要想改善政治，便須培養適合中國

的政治，「培養中國式的新政治習慣，而不是西洋式的。培養之方，惟有從鄉村起為最適

宜。捨此以外，別無方法。並且相信中國今日之地方自治，都市的成功一定是在鄉村自治

成功之後。」45這於是形成他下一階段的工作目標，就是培養適合中國的政治習慣，並從

鄉村做起，這也就是「鄉村建設」。 

 

                                                        
40

  同註 4，頁 20。 
41

  同註 24，頁 533。 
42

  同註 4，頁 18。 
43

  同註 6，頁 8。 
44

  同註 4，頁 24。 
45

  同註 4，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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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檢討 

晚清民初是中國現代化轉型的時代，要從傳統走向現代。清朝道光十九年（1840 年） 

鴉片戰爭戰敗，開啟一波又一波向西方學習的風潮，梁漱溟稱之為「中國民族自救運

動」46。他觀察道：「中國人於近幾十年來處處是學西洋，步步是學西洋；自光緒變法維

新，而至辛亥革命，民國十五年的北伐，都是學外國。例如廢科舉，興學堂，練新軍，設

造船廠，修鐵路，念洋書，穿洋服，乃至言語思想，風俗習慣，處處都要跟外國學了。」47

然而，處於這巨大歷史變革之際，從具體可見的語言文字、衣食住行、禮儀風俗、典章制

度等，到隱微抽象的思想、理念、價值觀等，凡此種種傳統文化，何者必須拋棄？何者可

以保留？何者又須經過現代化轉型？且又如何轉型？這些都是當時知識份子所關注的問

題或所感受到的衝突，譬如「小腳與西服」之喻，形象地表達了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之間

的矛盾。48小至個人婚戀的選擇，大至國家社會的議題，處處有著傳統/現代、中國/西洋

的兩難於其中。  

如前一節所述，在政治制度方面，梁漱溟認為西方式民主制度並不適合當時的中國。

1930 年梁漱溟在自己主編的《村治》雜誌上，發表〈主編本刊（《村治》）之自白〉一文，

說道： 

 

我眼中的鄉治或村治……與四五十年來全然不同的一新方向；——以前都是往西走，

這便要往東走。……如果大家於舊方向不死心斷念，則我的鄉治或村治即無從談起!

這時你和他說些個鄉治或村治的怎樣怎樣辦法，中什麼用呀？我不開口說話則已；我

說話，劈頭一句，就要先打破他往西走的迷夢，指點他往西走的無路可通。49 

 

 

                                                        
46

  同註 6，頁 19。又，梁漱溟另有〈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文，收入《散篇論述》，《梁漱

溟全集》（第五卷），同註 6，頁 44-132。 
47

  同註 19，頁 607。 
48

  「小腳與西服」是徐志摩與第一任妻子張幼儀，在歐洲要求離婚，產生爭執所引用的比喻，其中隱

含民初知識份子處於東西文化衝擊下的矛盾。後來張幼儀姪孫女張邦梅，在美國將張幼儀生平撰寫

成書，其書名即採用此喻。參見張邦梅著、譚家瑜譯：《小腳與西服：張幼儀與徐志摩的家變》（Bound 
Feet & Western Dress: A Memoir）（臺北：智庫出版社，1996 年），頁 137。 

49
  同註 6，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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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西走」，指的就是向西方政治體制學習。梁漱溟要打破大家往西走的夢，看似對於民

主的態度有所改變，似乎從早年對民主的推崇，轉變而為負面評價，實則並非如此。50事

實上，梁漱溟對於近代歐洲發展出來的民主政治，是很肯定，很嚮往的。他談到民主的好

處，「使你為善有餘，為惡不足」51，尤其是民主政治「在政權從甲轉移到乙，平平安安

若無事」，能免除暴力革命，能使「政象常新」。52這些長處優點，有識之士亦皆能認同。

但問題是，多年來中國無法將此好東西學起來，那麼，中國仿行西方式民主制度不成功，

其原由為何？梁漱溟於是從文化根源上，檢討了西方式民主政治不符合中國文化精神之

處，論述如下。53 

（一）西方式民主政治「投票表決」不符合中國以倫理為本位的文化 

梁漱溟認為，西方式民主政治中的投票表決制度，是去倫理化、去情義化，並不符合

中國尊師敬長的倫理文化。這一觀點，有著梁漱溟對中西文化的認識於其中。 

梁漱溟認為，近代西方自啟蒙運動以來的「現代」價值觀，乃奠基於個人主義、自由

主義，不論尊卑長幼，皆有其作為個人的尊嚴，是「個人本位」的社會。相較之下，中國

則是重視家庭，講究情義，是「倫理本位」的社會。雖說人類都有家庭，為何中國文化中

特別重視家庭呢？梁漱溟指出，這是因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團體與個人的關係輕鬆若

無物，家庭關係就特別顯露出來」。54他認為，中國傳統社會並沒有出現像歐洲那樣普遍

的宗教組織，此外國家的觀念也很淡薄，因此中國人立足於社會生活中，首先是以家族家

庭之中的成員這樣的角色出現。梁漱溟所稱的「倫理本位」，是「一個人似不為自己而存

在，乃彷彿互為他人而存在著」55，個人的價值，取決於其在家庭關係的網絡之中而存在。

並且，家庭血緣之誼又可推及其他社會關係，諸如「經濟上之東伙關係、教學生活上之師

                                                        
50

  譬如何信全認為，由於梁漱溟認為儒家價值與現代民主精神不合，因此他「祇有放棄現代民主之路，

另尋適合儒家價值系統的鄉村建設之途。」見何信全：《儒學與現代民主——當代新儒家政治哲學

研究》（臺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 年），頁 197。其實，梁漱溟並非放棄民主之路，而是試圖建立

一種具有儒家特色的民主模式。 
51

  梁漱溟：〈我們政治上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的路〉，同註 6，《散篇論述》，《梁漱溟全集》

（第五卷），頁 134-135。 
52

  同前註，頁 138-139。 
53

  梁漱溟檢討西方式民主制度在中國推行不成功的原因，除本節討論的兩個根本原因以外，還分析有

幾點文化背景上的因素，包括物質條件不合，指的是：中國生活低簡、交通太不發達、工商業不發

達。精神條件不合，指的是：不爭、謙虛、講信任、節制欲望。見同註 51，頁 141-173。 
54

  同註 17，頁 167。 
55

  同註 17，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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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關係、政治生活上之官民關係，一律家庭化之。」56  

由於中西文化有這些差異，在社會秩序的維持上，也有所不同，梁漱溟這樣說：

「社會秩序所為維持，在彼殆必恃乎法律，在我則倚重於禮俗。近代法律之本在權利，

中國禮俗之本則情與義也。」57近代西方個人主義，講究個人權利，因而在社會秩序的維

持上，以法律為主，明白規範著個人可做與不可做之處有哪些。中國社會則由於重視家庭

倫理，社會關係是家庭倫理的延伸，因而在社會秩序的維持上，「倚重禮俗，而不在國家

法制」。58 

依此而來，正由於中國社會是以倫理為本位，因此西方式民主政治中相當重要的「投

票表決」制度，並不符合中國尊師敬長的倫理文化。梁漱溟解釋說： 

 

公事多數表決與中國尊師敬長的意思不合——「多數表決」這句話，是西洋風氣進來

後，近幾十年來，中國人才學會說的。在前些年，中國人從來沒有人說過這句話。按

中國的風俗是尊師敬長的，多數人要聽老師及尊長的話。如果動不動便要多數表決，

那就把老師與尊長取消了。59 

 

他舉例說道： 

 

例如一個老頭，有幾個兒子，又有許多孫子；那麼，如果他們家中實行多數表決的時

候，則他的子孫算是多數，老頭一個人非失敗不可，當爺爺的便沒有了地位，這能合

乎中國的人情嗎？ 

 

再如請老師，原來是為的咱不會，所以才請老師來教導咱；那麼，既然請老師，就應

當聽從老師的話，如果遇事我們都要多數表決，那還要老師有什麼用呢？ 

 

若令一個賢者智者（德行高知識多的人）僅去跟著多數愚者走，那不是越走越向下嗎？

社會都是要求進步，那能越來越向下呢？從這一點說，我們認為尊師實在是個必要，

尊師敬長是應該的；所以我們不能改了這個去學「多數表決」。60 

 

 

                                                        
56

  同註 17，頁 174。 
57

  同註 17，頁 169。 
58

  同註 17，頁 175。 
59

  同註 19，頁 656-657。 
60

  同註 19，頁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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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漱溟所舉例子淺顯易懂，也具有一定程度的說服力，即使在現今，依然可以見到基於此

種理由，對民主投票制度所發出的質疑，即一人一票的投票制泯除了賢愚之間的差異。不

過，在現今民主制度實際運作時，「投票表決」多數使用在公職人員的選舉，以及公共事

務的討論方面。在學校中，師生相處，用「投票表決」的情形已經很少。在家族中，親長

相處，用「投票表決」的情形似乎更少。因此，若從這一事實面向，來質疑或批評梁漱溟

的論點，未嘗不能成立。 

（二）西方式民主政治「公私分離」不符合中國重道德的文化 

梁漱溟認為，西方式民主「公事多數表決，私事不得干涉」的風氣，並不符合中國社

會的文化。61西方式民主政治中，公私領域分開而論，這是有著去道德化的危險。前一小

節已討論「公事多數表決」，此處則檢討「私事不得干涉」。 

西方進入現代以來，政治與教化分離，公私領域分立。公領域接受社會監督，可受公

眾評論，屬於政治；私領域則屬於個人隱私範圍，歸於宗教。這種思維，也是奠基於個人

主義、自由主義而來的。二十世紀自由主義思想家以賽亞•伯林（Isaiah Berlin）提出兩

種自由的概念，一為「消極自由」（negative freedom），另一為「積極自由」（positive 

freedom）。消極自由，指的是在被動意義上，免於受到他人強制和干涉的自由；積極自由，

則是指在主動意義上，基於自身意志去做行動的自由。62  

梁漱溟對西方「私事不得干涉」，也就是所謂消極自由，並非完全認同，他是這樣解

釋的： 

 

在西洋人是個人私事旁人絕對不許干涉。一件事情，只要不妨礙公共秩序，就不算犯

法；不犯法，就可以隨自己的意思去做，誰也問不著。可是在中國人看，則一件事情，

雖然不算犯法，而在私人道德上或者成問題；這樣的事情，在中國是要受干涉的。 

 

中國人既然如此著重道德，那麼，在公眾團體中如果把道德看著沒關係，個人的不道

德也不許旁人過問，這怎麼能合乎中國人的意思呢？63 

 

                                                        
61

  同註 19，頁 661。 
62

  參見柏林（Isaiah Berlin）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Four Essays on Liberty）（臺北：聯經出版公

司，1986 年），第四章「兩種自由概念」，頁 225-295。  
63

  同註 19，頁 657-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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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社會，只要不妨礙他人，不違背法律，個人選擇要做的事，乃是個人的自由，可以

不受干涉。但梁漱溟繼而提出質疑，他認為自由應該是有條件的，「如其不合人生向上，

發揮長處的條件，那麼，還是要干涉他。」64梁漱溟並以當時還普遍存在的婦女纏小腳為

例來說明： 

 

譬如婦女纏足這件事情，我們常常聽見婦女討厭人家勸她放足，她說：足是我的，我

纏我的足，沒纏你的足，好不好礙你什麼事！她雖不懂自由的道理，而她的話隱然就

是自由論。從自由論來說，對她不能干涉；可是從現在對自由的看法來說：許你自由，

為的是要你向上，發揮你的長處。……簡言之，你對，就許你自由；否則不能自由。……

現在許多國家都採這種干涉態度，許多新的法律都把自由看成是一種相對的，不是絕

對的。往這種方向變化，即與中國固有精神甚相合。65 

 

梁漱溟主張，自由應該是要在對自己求向上、求發揮的原則上，才允許自由；如果違反這

個原則，則社會可以擁有干涉、介入的權力。這其中，涉及關於人權、自由、社會介入等

多項議題，不同立場的支持者各有所見。持自由主義立場的人，或是西化較深的人，多認

為消極自由很是重要，不論是國家公務體制，還是普通大眾，乃至親戚朋友，皆不得干涉

個人自由。在這一點上，中國確實不如西方，社會對個人的壓迫，家族、家庭對個人的壓

迫，男性對女性的壓迫，父母對子女的壓迫，至今在各地華人社群中仍時有所聞。 

但另方面，西方社會對於消極自由也不是毫無條件的保障。梁漱溟說「現在許多國家

都採這種干涉態度」，現今也常可見到這類案例。話雖如此，畢竟整體而言，西方社會傾

向於公私分離，而華人社會則否，這是中西文化很大的不同。中國傳統文化是：父母對子

女，負有身教、言教的責任；師長對學生，不僅要做經師，更要做人師；長官對於部屬，

官員之於百姓，要做表率，負有教化之責。這種文化，其實隱含著公私不完全分離的想法

在其中。照理說，教師在下課之後，官員在下班之後，時間便是個人私有的，如何作為，

其實並不在公領域受監督的範圍內，毋須向學生或是民眾負責。但實情是，在西方社會允

許的事，在中國文化影響的社會卻未必允許。例如，在西方社會，一位政治人物，人們對

他施政優劣的評價，往往不需要聯繫著他的私人品德去作判斷；但是，在中國或華人社會，

人們對一位政治人物政績的優劣，卻往往聯繫著他私人品德去作判斷。甚且，不只是政治

家，對其他各種行業人員的評價，也往往是循著這一模式去進行。 

 

                                                        
64

  同註 17，頁 298。 
65

  同註 17，頁 29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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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對中國社會這一特質的觀察， 梁漱溟說：「西洋近代的民治，非政教分離不得開

發出來；但中國的民治（果其有之），則非政教不分不得開發出來。此我可斷言之者。」66

他的這一觀點，自然也是深受儒家思想中由修身、齊家，才能到達治國、平天下的道德觀

所影響，而這種影響，也造成了傳統社會對於公私領域的分際較不明顯的結果。67 

「投票表決」和「公私分離」，這兩項西方民主的特色，確實與中國傳統社會儒家倫

理有此不合，因而引起梁漱溟對這些問題作出反思。在反思之餘，梁漱溟還提出了具體作

法，指出「中國社會秩序的維持是靠社會禮俗而不靠宗教教會與國家法律」68，並主張必

須依照中國社會的特色，順從社會禮俗，從而發展出一套儒家式民主政治，其具體實踐或

實驗就是鄉村建設。 

四、對儒家式民主政治的實驗：鄉村建設 

前有所破，後有所立。梁漱溟在反省西方式民主制度之後，說：「現在世界上所有的

民主或民治，照我看，其規模樣式（注意我說的只是規模樣式）我們仿行起來都很不適合，

我們須要在民主或民治裏邊開創一個新規模新樣式。」69「換句話，要吃現成飯是不行的，

必須自己創造。」70這是破。在立的方面，梁漱溟因此認為，新政治習慣必須合乎舊有的

倫理精神，「以中國的老道理」來培養民主政治習慣，而「老道理雖多，要不外兩點：一

是互以對方為重的倫理情誼；一是改過遷善的人生向上。」71前者乃針對西方式民主政治

中的「投票表決」；後者即針對西方式民主政治中的「公私分離」。至於具體措施，則論述

如下。 

（一）以「大家齊心學好向上求進步」為目標的鄉學組織 

梁漱溟在鄉村中建立村學、鄉學的組織，「將一村一鄉里的父老兄弟子姪們，大家伙

                                                        
66

  同註 51，頁 172。按，梁漱溟所稱「民治」（Democracy）即是民主，見頁 134。 
67

  參黃俊傑：〈東亞近世儒者對「公」「私」領域分際的思考〉，《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辨證》（臺

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 年），頁 417。 
68

  梁漱溟：〈中國文化的特徵在哪裏？〉，同註 6，《散篇論述》，《梁漱溟全集》（第五卷），頁 698。 
69

  同註 19），頁 719。 
70

  同註 4，頁 24。 
71

  同註 19，頁 659。 



對「德先生」的反思——從另一個視角解讀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思想

 

–271– 

合起來」，以「大家齊心學好，向上求進步」為目標。72這種鄉學組織，是倫理情誼化的

組織，同時又是協商地方事務的組織，具有地方自治的型態與功能。在梁漱溟看來，鄉學

組織與當時實施的地方自治模式有些差異，地方自治法規並沒有人生向上的意味，同時由

於以權利為本位，導致倫理情誼的意味也沒有了。73  

此外，有別於國民政府推行地方自治採行西方式民主的投票表決制，梁漱溟所推動的

儒家式民主政治不動用投票表決，不採用正式開會的模式，不用他認為無情義的做法，而

是以商量的方式，用禮俗來代替法律的功能。梁漱溟用「禮」來代替「法」，以現今眼光

視之，或難以認同。不過，梁漱溟也有他的解釋。他指出，「禮」與「法」是兩條很不相

同的路：「大家相喻而共守」，大家都承認要這樣做，「人情以為安」，表面看似沒有規定，

但實則標準放在裏面，這就是「禮」。至於「法」，是以外在的標準來規定，可行者行，不

可行者止。然而，「法」表面上標準很清楚明白，其中的人情卻不一定恰當。梁漱溟推行

鄉學，用的是「禮」而不是「法」，正如他說：「我們的這個組織，是一個倫理情誼的組織，

以人生向上為目標，故天然不能用法。……我們走路只能走一邊，不能走法的路，就只能

走禮的路。」74由「禮」而成俗，也就是養成了習慣，而習慣是不容易違反的。這樣，有

誰不合乎習慣，大家都會認為他不對。 

梁漱溟並以英國政治為例。英國在國會、內閣、君主三方面，並沒有死板的條文來規

定，可是這三方面運作的相當圜轉，就是因為大家有一種相喻而共守的習慣。內閣官員的

去留也是如此，何時何人該上臺或下臺，如何上、如何下，都是靠大家共同認可的習慣，

而並不靠條文。表面上看似沒有標準可以依循，其實是有標準的，標準就是為情理習慣。

梁漱溟也觀察到，有些國家的政府運作，雖有法條規定，但「有條文之後，或者反倒有人

借條文來糾纏」，各有各的解釋，反而解決不了問題。75  

在梁漱溟所推動的鄉學組織中，是由四部分成員所構成： 

 

1. 學眾：村中或鄉中男婦老少一切人等； 

2. 學長：村中或鄉中品德最尊的人； 

3. 學董：村中或鄉中有辦事能力的人； 

4. 教員（鄉學又有輔導員） ：鄉村運動者。76 

 

                                                        
72

  同註 19，頁 668。 
73

  同註 17，頁 322。 
74

  同註 17，頁 383。 
75

    同註 17，頁 384。 
76

  同註 19，頁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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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中，學眾即立法作用，學董即行政作用，學長即監督教訓作用， 教員即推動設計作

用。77學眾要知道尊敬學長；學長要能領導眾人，做眾人的表率。78這四種成員，定期舉

行集會，鄉村中遇到了任何矛盾或糾紛，都由這四種人員一起會商，商討出合理的結果。

開會的時候，大家一同參與，任何意見即對大眾說出，大家商量討論，比如對於某件事情

不贊成，不能只以嘆氣來表達，還要把意思講出來。尊重多數意見。79但是，不動用投票

表決的做法。 

不採用投票表決，梁漱溟的理由是： 

 

我們總是希望大家在情義上對付著過團體生活；常以全體一致之意思表現於外，不使

他有裂痕，不使他強壓弱。死板的定下服從少數固然說不通；死板的定下服從多數亦

不合適。所以我們都不敢定，總是讓大家在情義上對付著商量著辦事，彼此牽就，互

相讓步。有時你牽就他，有時他還要牽就你，總要養成一種合作商量的風氣，養成一

種彼此相讓的禮俗。這樣像是太無憑準，但若一從外面求個憑準，便落在法律上，落

在法律上便死板，死板便不能講情義，便不是禮俗生活了。而在中國鄉村社會中，大

概是要走情義的路，走禮俗的路才行。80 

 

梁漱溟認為，中國鄉村是特別講究人情，重視情義的，如果仿行西方式民主，依法律條文

來處理，這未免太無情義了。當時全國各地正在提倡地方自治，是一種新風氣。81但梁漱

溟認為，當時國民政府所施行的地方自治辦法，「是完全按照西方政治的原理原則」，即

牽制與制衡，「其運用之道，亦完全是借對立分爭之勢，一切由法律解決，用強硬手段相

對待」，「這在我們看來未免太無情義了」。82他並且舉例說明： 

 

《修正鄉鎮自治施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鄉鎮居民有左列情事時，鄉長或鎮長得分

別輕重緩急報由縣政府或區分所處理之： 

一、違犯現行法令者； 

二、違抗縣區命令者； 

三、違犯鎮自治公約或一切決議案者； 

四、觸犯刑法或與刑法性質相同之特別法者。 

                                                        
77

    同註 19，頁 697。 
78

    同註 19，頁 692-694。 
79

    同註 19，頁 679-680。 
80

  同註 19，頁 700-701。 
81

  梁培恕：《中國最後一個大儒：記父親梁漱溟》（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 年），頁 153。 
82

  同註 19，頁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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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前項第四款情事，鄉長或鎮長得先行拘禁之；除分別呈報區公所及縣政府外，並應

即函送該管司法機關核辦。83 

 

梁漱溟認為，這是毫無情義的辦法，正如他說：「本來一鄉一村即等於一家，一家之中彼

此應當有情有義，鄉黨鄰里之間也是一樣，不能用強硬的法律解決的辦法；一用法律則有

傷情義了。中國人尤其是鄉下人情義特別重，對這種有傷情義的辦法如何能受得了？」84

梁漱溟主張，鄉長對於鄉鎮居民應多加愛護，鄉民有不對之處，鎮長應及早規勸，不要等

到犯了法再治之以罪，這才是尊長愛護子弟之道。85  

梁漱溟在鄉村建設中，主張以教育、教化之方來處理地方事務，上對下是如此，下對

上亦是如此。在上對下方面，鄉長對於鄉民，以情義的方式來處理，如《村學鄉學須知》

辦法：「學長是要領導眾人學好的。凡不學好的人應本愛惜他之心而訓飭他。或背地裏規

勸他，不令人知，以給他留面子。不要等他小惡養成大惡。」86至於下對上，鄉民對於鄉

長，也以情義的方式，來代替地方自治法中的「罷免權」。民國的地方自治法，採行西方

政治中的制衡原理，有鄉公所，就有監委會，前者為行政機關，後者為監察機關。鄉長若

有行政失誤，或濫用職權，橫行霸道，或假公營私，則鄉民可以動用罷免權將其去職。但

梁漱溟認為，這種做法也太無情義，因此在鄉村建設中，是將監督的責任放在「學長」身

上，如《村學鄉學須知》辦法：「照現在各處地方自治，對於鄉鎮長都有監察委員會監督

他；我們不設監察委員會，但其事則交給學長了。」87其具體做法，在《學長須知》中說：

「怎麼監督他呢？例如看他有驕橫之處就背地忠告他；看他有陰私之處就趕緊規戒他。怎

麼調護他呢？事先忠告規戒，不讓他鬧出亂子來，就是調護他。要默察眾人之意，而時常

轉告之。」88同樣地，鄉民對於鄉長也是如此，在《學眾須知》中說：「『君子愛人以德，

小人愛人以姑息』；監督他，勿使他陷於不義，正為愛人之道。凡有勸諫的話，無妨以友

誼進一言。」89並且，鄉民看到鄉長有不對之處，不要與其有正面衝突，最好是先對學長

說，由學長轉告他，「可以避免強硬無情的辦法」。90 

社會學家費孝通，在 1947 年出版的《鄉土中國》一書中，也強調鄉村中通行已久的

「禮治秩序」。在鄉村中，「禮」對鄉民的作用，幾乎與法律無所差異。他也觀察到在民國

                                                        
83

    同註 19，頁 703。 
84

    同註 19，頁 704。 
85

    同註 19，頁 703-704。 
86

    同註 19，頁 704。 
87

    同註 19，頁 705。 
88

    同註 19，頁 705。 
89

    同註 19，頁 706。 
90

    同註 19，頁 706。 



國文學報第五十七期 

 

–274– 

二、三十年代，在鄉村中實施地方自治的情形，他說：「現行的司法制度在鄉間發生了很

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壞了原有的禮治秩序，但並不能有效地建立法治秩序。」91費孝通與

梁漱溟的時代相近，他的看法也與梁漱溟相近。 

只是，使人質疑的是，一件公共事務，由民眾商量著辦事，但如果民眾意見不同，各

持己見，商量不出結果，最後的辦法又當如何？是讓事務停頓？還是使用「多數表決」？

另外，梁漱溟在推動鄉學時，特別強調「以人生向善」為目標，「以改過遷善」為方法，

但如果有人不肯「向上」，又不願「改過遷善」，甚至還為非作惡，鄉學又無法律可以管束

糾正，則又將如何處理呢？諸如此類，可見「法」的功能還是無法由「禮」來完全取代。 

（二）鄉村建設中的「鄉約」精神 

梁漱溟所推動的鄉村建設，有其歷史上的淵源，可以上溯自宋代的「鄉約」。正如梁

漱溟在《鄉村建設大意》一書中說：「村學鄉學的目標最合乎中國的老道理——鄉約的意

思。……一鄉之人彼此相約共勉於為善；也就是大家齊心向上學好的意思。」92在梁漱溟

看來，鄉約具有現代地方自治的精神，但較乎地方自治多了一個不同之處，即「人生向上」

之意。93梁漱溟推動鄉村建設，某種程度也就是要師法古人，接續古代鄉約的精神。梁漱

溟在他的《鄉村建設大意》及《鄉村建設理論》兩本書當中，亦曾多次提及歷代提倡「鄉

約」的呂大鈞、朱熹、呂坤、王守仁、王艮、陸世儀等人。94 

早在北宋范仲淹就已經開始推動義田義莊，即已具有鄉約的雛型。史書上記載，范仲

淹「好施予，置義莊里中，以贍族人」95。范仲淹手訂〈義莊規矩〉，其中有規矩十餘條，

諸如「逐房計口給米」、「冬衣」、「鄰里外姻親戚如貧窘非次急難」96等條文。 

年輕時曾拜謁范仲淹的張載，97在鄉里推動古法的復興，也具有鄉約的精神。史書上

稱，張載「論定井田、宅里、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理成書，使可舉而措諸事業。」98 

張載卒後，弟子呂大臨為張載撰寫〈行狀〉：「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數井，

上不失公家之賦役，退以私正經界，分宅里，立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禮俗，救災恤

患，敦本抑末。」99  

                                                        
91

  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85 年），頁 58。 
92

    同註 19，頁 670-671。 
93

    同註 17，頁 320。 
94

    同註 17，頁 330。 
95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314，頁 10267。 
96

  明‧陶宗儀：《說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六冊，卷 120，頁 3333。 
97

  同註 95，卷 427〈道學傳〉，頁 12723。 
98

  同註 95，卷 427〈道學傳〉，頁 12724。 
99

  宋‧張載：《張子全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6 年），卷 15，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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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載以民胞物與的胸懷，關心黎民百姓疾苦，影響到呂氏兄弟，因而有〈呂氏鄉約〉

的出現。呂家兄弟四人，呂大忠居長，呂大防居次，呂大鈞居三，呂大臨居四。呂大防曾

任宰相，呂大忠、呂大臨也都曾出仕為官，僅呂大鈞從學於張載。〈呂氏鄉約〉，是傳世文

獻中所見最早的「鄉約」。 

南宋時代，朱熹又編纂〈增損呂氏鄉約〉。100朱熹主要依據〈呂氏鄉約〉，並且採用其

他相關書籍，有時附上自己意見，稍加增損，略加注解而成。 

明代王守仁有〈南贛鄉約〉，為四十八歲時任江西巡撫時所撰，共有要點十六條。例

如第一條說：「同約中推年高有德為眾所敬服者一人為約長，二人為副約。又推公直果斷

者四人為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為約史。精健廉幹者四人為知約。禮儀習熟者二人為約贊。」

又如第九條說：「親族鄉鄰，往往有因小忿，投賊復讎，殘害良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

鬥毆不平之事鳴之於約長等，公論是非。」101像這些組織的人員名稱，以及「鄉約」的條

文內容，在梁漱溟的鄉村建設理論中，都曾隱約出現過。王陽明門下有泰州一派，以王艮、

王襞父子為代表，主張平民講習，對梁漱溟的影響也很大。102 

清代的陸世儀在所著〈治鄉三約〉中，提出「由今之道，而可以臻古之至者，其法有

四，曰鄉約也，社學也，保甲也，社倉也」，「四者之中，鄉約為綱而虛，社學、保甲、社

倉為目而實」103，他把「鄉約」由消極轉變到積極的道路上。 

由范仲淹到張載，到呂氏兄弟、朱熹、王陽明、王艮、陸桴亭等，古代主要的「鄉約」

理論，在此已大略具足。 

鄉約中最具代表性的〈呂氏鄉約〉，有四項重點： 

第一、「德業相勸」，如「德謂見善必行，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等等。 

第二、「過失相規」，如「不修之過五，一曰交非其人，二曰怠惰不修，三曰動作無儀，

四曰臨事不恪，五曰用度不節」等等。 

第三、「禮俗相交」，如「凡遇慶弔，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皆往，其書問亦如之，

若家有故，或與所慶弔者不相識，則其次者當之，所助之事，所遺之物，亦臨事聚議，各

量其力，裁定名物，及多少之數」等等。 

 

                                                        
100

  宋‧朱熹：〈增損呂氏鄉約〉，《朱子文集》卷 74，《朱子全書》第 2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頁 3594。 
101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書》（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8 年），卷 17，頁 277。 
102

  如朱義祿〈梁漱溟與泰州學派〉一文說：「『化及平民』的泰州學派的『大眾化學風』，正是梁漱溟

在三十年代大力開展鄉村建設的重要方針。」收入方克立、李錦全主編：《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頁 75。宣朝慶：《泰州學派的精神世界與鄉村建設》（北京：

中華書局，2010 年），對此問題也有不少討論。 
103

  清‧陸世儀：〈治鄉三約〉，見徐世昌：《清儒學案》卷 4，（臺北：世界書局，1967 年），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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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患難相恤」，如「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四曰死喪，

五曰孤弱，六曰誣王枉，七曰貧乏，凡同約者，財物之器用，車馬人僕，皆有無相假」等

等。104  

這四項，梁漱溟將其簡化，所謂「德業相勸」，就是大家一起向上學好；「過失相規」，

對於好賭博、好喝酒、好鬥毆等事情，大家互相勸戒；「禮俗相交」，鄉黨之間要有相親相

敬之禮；「患難相恤」，對於水火之災、盜賊、疾病、死喪、孤弱等等，大家互相幫助，互

相顧恤。105 

「鄉約」在中國農村社會中，已經有上千年實施的歷史。梁漱溟在鄉村建設的理論中，

擷取了「鄉約」的主要精神，並容納了一些西方的長處，例如團體組織、團體生活、尊重

個人、財產社會化等成分。106對此，鄭大華也認為，梁漱溟的鄉村建設是傳統「鄉約」的

現代新版。107 

1923 年柳詒徵在《學衡》雜誌上發表長文〈中國鄉治之尚德主義〉，在考訂鄉治的歷

史發展之餘，對於民國以來引進西方地方自治模式所產生的弊端，分析得很頗為中肯。柳

詒徵說： 

 

清季之倡地方自治者，求法於日本，求法於歐美，獨未嘗返而求之中國。故中國鄉治

之精義，隱而不昌。然細考之，吾國自邃古迄元明，雖為君主政體，然以幅員之廣，

人口之眾，立國之本仍在各地方之自躋於善，初非徒恃一中央政府或徒倚賴政府所任

命之官吏，而人民絕不自謀。此其形式雖與近世各國所謂地方自治者不侔，然欲導吾

民以中國之習慣漸趨於西方之法治，非從此參其消息，不能得適當之導線也。108 

 

民初思想界，若說《新青年》雜誌為激進改革派，《國故》雜誌是傳統派，《學衡》雜誌

則為中間立場。柳詒徵從鄉治傳統中尋找地方自治的淵源，以培養民眾逐漸習慣於西方的

法治，這一思路與梁漱溟是相符合的。 

 

 

                                                        
104

  宋‧呂大忠：〈呂氏鄉約〉，收入於陶宗儀：《說郛》，同註 96，第六冊，卷 120，頁 3333。 
105

  同註 19，頁 670。 
106

  鄭大華：《民國鄉村建設運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頁 176。 
107

  鄭大華：《梁漱溟與現代新儒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頁 97。 
108

  柳詒徵：《柳詒徵說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30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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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踐與批評 

梁漱溟鄉村建設的構想，曾嘗試在河南與山東兩省推行，而主要是在山東鄒平予以實

踐。109為了培養鄉村建設的人才，1930 年河南村治學院開辦，梁漱溟任教務長，但不到

一年即停辦。1931 年，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成立，梁漱溟擔任主任。1933 年，在山東省

主席韓復榘的支持下，鄒平、菏澤兩地設為實驗區，推行梁漱溟鄉村建設的構想。以研究

梁漱溟著稱的美國學者艾愷（Guy Alitto）指出，到 1937 年，山東全省 107 個縣中有 70

個縣被指定為鄉村建設實驗區，這些都或直接或間接地受到梁漱溟的組織或梁漱溟本人的

影響，若不是日軍侵占山東，到 1938 年時山東各縣都將成為鄒平網狀組織的一部分。110  

鄉村建設的組織與具體工作頗為繁多。譬如，為培養鄉村建設的輔導員，有鄉村建設

研究院的成立，分為研究部及訓練部。在研究部方面，每屆招生三十人，必須是大學學歷，

修業兩年，培養作為高層的工作人員；訓練部方面，招生條件必須是世代居鄉者，中學程

度即可，修業一年，培養的是基層人員，畢業後分發回其家鄉工作。訓練部課程相當多，

農村所須的知識技能，諸如會計、打井、植樹等等都要學。整個研究院沒有寒暑假，也不

過星期日。大家吃同樣的飯食，穿同樣的衣服。從 1931 年研究院成立，到 1937 年日軍入

侵，幾年下來培訓了不下四千餘人。111另外，還設有鄉學、村學、農場、合作社、治安部

門、醫院等等。112  

這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鄉村建設研究院中對學員的精神陶煉，師友共學，共勉向上，

頗具有宋明講學之風，這即是梁漱溟在北京大學任教時所嚮往的學習模式。學生分為小

組，組員一起生活、學習和工作，日程很緊湊，拂曉即起，全校師生在天亮前集合一起做

朝會。這個學習模式，其實早在梁漱溟在北京時就曾小規模地實行過，如梁漱溟說： 
 

在北平師生共約十人，我們在什剎海租了一所房，共同居住，朝會自那時就很認真去

做，大家共勉互進，講求策勵，極為認真，如在冬季，天將明未明時，大家起來後在

月臺上團坐，疏星殘月，悠懸空際，山河大地，皆在靜默，惟間聞更雞喔喔作啼，此

情此景，最易令人興起，特別的感覺心地清明、興奮、靜寂，覺得世人都在睡夢中，

我獨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責任之重大。113 

                                                        
109

  根據梁漱溟次子梁培恕的說法，鄉村建設研究院的院址選在鄒平，是因為這個地方距離省會濟南不

會太遠也不會太近，距離膠濟鐵路三十里，人口有十六萬的縣城。見同註 81，頁 140。 
110

  艾愷（Guy Alitto）著、王宗昱、冀建中譯：《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年），

頁 241。    
111

  同註 81，頁 141。 
112

  同註 110，頁 249-270。    
113

  同註 2，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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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以梁漱溟為中心，圍繞在旁多位朋友，年紀上較梁漱溟小幾歲，形成一個小團體，

共學共事。114這個模式，其實頗類似於佛教寺院中的早課。梁漱溟在「朝會」時對學員發

表的多次談話，後來結集為《朝話》一書，內容多有對師友共學這一理念的闡述。梁漱溟

指出，做人必須時時自我反省，發現自己的毛病以求改進，而最好的方法便是「親師取友」，

讓自己潛移默化，「以融化感應自己的缺短而得其養」，若自己脾氣急躁，便與性情平和

的朋友相處，改去急躁，若自己精神不振，便與振作的朋友相處，自己無形之中也得以振

作起來，「好的朋友多，自然向上走了」。115同時，朋友之間要以同情為根本，以了解為

前提，一方面留意對方的毛病，另方面要能原諒。116  

梁漱溟推動鄉村建設，在當時引起很大關注，許多單位派人前往參觀考察。對梁漱溟

執弟子禮的學生徐樹人，親身參與鄉村建設，先任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秘書，後來任鄒平

實驗縣縣長，回憶說道：「當時到鄒平來參觀的人一天天增多，有學術團體，有地方團體，

也有些是同情我們的朋友，弄得我這個秘書像大寺院的知客和尚一樣，天天忙於招待來

賓。」117然而，正如《孟子》所言：「徒善不足以為政，徒法不能以自行。」118僅有良善

動機或是周詳規定，並不足以讓整個團體或是整個組織理想地運作起來。此外，鄉村建設

也難免於內部矛盾問題。根據徐樹人的觀察，當時在鄉村建設研究院內部，有三個派系，

主張並不一致，梁漱溟所帶領的只是其中一派，有時也不免要遷就以當地豪紳勢力為背景

的另一派。119在實踐中，梁漱溟也體認到，鄉村建設很難避免知識份子與農民之間的鴻溝，

以致於形成「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不動」的局面，譬如他說道： 

 

本來最理想的鄉村運動，是鄉下人動，我們幫他吶喊。退一步說，也應當是他想動，

而我們領著他動。現在完全不是這樣。現在是我們動，他們不動；他們不惟不動，甚

且因為我們動，反來和他們鬧得很不合適，幾乎讓我們做不下去。……我們自以為我

們的工作和鄉村有好處，然而鄉村並不歡迎；至少是彼此兩回事，沒有打成一片。120 

  

                                                        
114

  梁漱溟：〈朋友與社會信用〉，《朝話》，《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

頁 59-60。 
115

  梁漱溟：〈調整自己必親師取友〉，同註 114，頁 52。 
116

  同前註，頁 53。 
117

  徐樹人：〈我追隨梁漱溟先生從事鄉村建設〉，收入馬勇主編：《末代碩儒——名人筆下的梁漱溟、

梁漱溟筆下的名人》（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 年），頁 113。 
118

 《孟子‧離婁》，見朱熹：《四書集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4 年），頁 291。 
119

  這三個派系是：以梁仲華為首的河南村治學院派，以孫則讓為首的山東曹州幫，以及梁漱溟及其學

生。見同註 117，頁 110。 
120

  梁漱溟：〈我們的兩大難處——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研究院演講〉，《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濟

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574-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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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份子有心推動鄉村的建設，但在鄉村人看來，這些外地來的讀書人，儘管帶著理想來

到鄉村，卻未必能融入鄉村生活，與鄉村民眾打成一片。好心未必做成好事，世事恐怕多

是如此。121 

 

在當時，外界對梁漱溟鄉村建設的批評質疑之聲，亦時而有之。比如，曾參與戊戌變

法的王照，撰有五篇文章致梁漱溟，指責梁漱溟「主觀太深」，「以大師資格」，「要譽於一

時」122，並力勸梁漱溟「救國之心宜熱不宜急」。123 這五篇中，第一篇題為「雲端人干涉

下界事」，文中指稱士大夫對鄉村懷抱一廂情願的想像，實則未必真正了解鄉村，暗指梁

漱溟「一生飄在雲端，妄議下界事，且妄動手，怪哉。」124  

另外，主張全盤西化的陳序經，也批評鄉村建設，認為應該是要仰賴工業而非全面重

視農業，而工業最好是以都市為起點，並從都市附近的鄉村開始，盡量利用都市中的行政

機構作為資源，擴大其工作範圍。125  

當年曾參觀鄒平鄉村建設的牟宗三，後來也評論說：「鄉村建設究竟是在建設什麼東

西？梁先生並沒有一個清楚的觀念。」又說：「鄉村中所要求的建設是農村現代化，增加

生產，使農民脫於貧困的狀態，這需要人力、財力和專家知識的，梁先生哪有這些？」126 

六十年代，韋政通在〈兩個人和兩條路──為「傳統」與「西化」之爭提供一頁歷史

教訓〉一文中，將梁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與蔣夢麟在臺灣所推動的「中國農村復興委

員會」，兩者進行對比。韋政通認為，「教」和「養」是中國自古以來的兩大問題，孔孟以

下的儒家強調「教」的重要性，走上「泛道德主義」的路，梁漱溟的鄉村建設也是如此，

但歷史上多次暴力革命，並不是因為「教」的不夠，而是「養」的缺乏，所謂「倉廩實則

知禮節，衣食足則知榮辱」127，應該是先「養」而後「教」較能切中時弊，此即蔣夢麟成

功之處。128 

                                                        
121

  晚明泰州學派在推動社會講學中，一方面深入鄉間庶民生活，但另方面卻難以避免有著良知的傲

慢，以至於存在著知識精英與庶民百姓之間的隔閡。在個人氣質與作風上，梁漱溟確實與泰州學派

王艮諸人有著相似之處；而梁漱溟在具體推動鄉村建設中所產生的流弊缺失，也多少與泰州學派相

似。 
122

  王照：《小航文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年），頁 293。 
123

  同前註，頁 309。 
124

  同註 122，頁 297。 
125

  陳序經：〈鄉村建設的途徑〉，《陳序經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22-124。 
126

  牟宗三：〈漢宋知識分子之規格與現時代知識分子立身處世之道〉，見《時代與感受》，（臺北：鵝湖

出版社，1984 年），頁 243、244。 
127

  《管子．牧民》，見戴望：《管子校正》，（臺北：世界書局，1955 年），頁 1。 
128

  韋政通：〈兩個人和兩條路──為「傳統」與「西化」之爭提供一頁歷史教訓〉，《儒家與現代化》（臺

北：水牛出版社，1989 年），頁 175。由蔣夢麟領導的「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於 1948 年在南京

由中美兩國簽訂經濟援助協定正式成立，1949 年以後在臺灣推動的工作，主要是積極增加農作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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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照等四位先生，他們對於梁漱溟鄉村建設本身的批評，各有所見，皆有言之成理之

處。鄉村建設確實需要以都市為後盾，以工業為助力，而不能只局限在鄉村之中進行封閉

式的改革。不過，其實梁漱溟亦有所強調，鄉村建設只是一個開始，他著重一個「漸」字，

希望由小到大，慢慢推行到全國。129只是後來局勢變化，大環境已無法給予梁漱溟更多的

時間來實踐。雖如此，梁漱溟在鄉村建設中所實驗的儒家式民主，試圖將傳統儒家的倫理

禮義精神與現代民主制度相融合，看似是經濟建設，而實乃蘊涵著政治建設的心意與設

計，這一關鍵主軸是本論文所要彰顯的，至於其最終的成敗與否並不是本論文重點。 

1937 年蘆溝橋事變掀起日本侵華的序幕，梁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因而停頓下來，而

他想要在鄉村建設中實驗的儒家式民主，也未能見出實際的效果。他本人也因為時局變

化，轉而奔走於抗戰問題及政治協商工作之間，展開另一階段的人生。 

五、結語 

二十世紀初葉，辛亥革命成功以來，帝制推翻未久，西方思潮湧入，知識份子對西方

的民主政治欣羨不已，群起推崇。然而，從民國初年到二、三十年代，民主政治在中國的

實施卻是亂象頻仍。對此，梁漱溟是當時極少數從文化根源上去作深刻反省的思想家。 

梁漱溟敏銳地觀察到，民初的政治亂象，不能僅歸咎於某些掌握權力的軍閥，而還應

該培養廣土眾民的政治習慣。梁漱溟致力於擷取西方式民主制度的精華，同時保留些許符

合中國傳統倫理教化的成分，而形成一種他認為更適合當時中國的民主政治，並從鄉村開

始推行，此即「鄉村建設運動」。換言之，梁漱溟「鄉村建設運動」，乃是兼綜東西方長處，

對於儒家式民主的一種實驗及實踐。這也是梁漱溟作為一個思想者及行動者雙重身分的極

好證明。 

對於梁漱溟推行的「鄉村建設運動」，一方面我們回到二十世紀二、三十年代的立場，

進行考據上的探討與義理上的分析，以知曉近代歷史上一位重要知識分子所曾推行的一樁

公案。另一方面，我們亦可從現今時代的立場，去評論梁漱溟在「鄉村建設運動」中所實

驗的儒家式民主。當代學者張灝認為，現代中國社會之所以遲遲不能有理想的民主法治，

原因之一是因為儒家傳統對於人性太過樂觀，缺乏像西方基督教文化影響下的「幽暗意

                                                                                                                                                           
生產，並改革若干阻礙生產的重要因素，如土地改革，求取農林、漁牧各業的增產，以達到改善農

民生活，這些措施基本上是以「養」字為先務。 
129

  同註 19，頁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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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130雖然，這著名的「幽暗意識」之說是否確實如此，有待商榷。131但在梁漱溟的構

想中，對人性本善抱有太高的期望，而對人性的黑暗面使不上力，恐怕這也是梁漱溟在試

圖建構一種具有儒家式特色的民主模式時，遇到困難而無法解決的重要原因。我們認為，

梁漱溟在其實驗中，強調禮義情誼固然重要，但對於制度與法治這兩大面向，也是需要重

視而卻是為梁漱溟所忽略的，如果能在制度方面多所加強，並力求落實法治精神，提高政

府體系及民眾的法治素養，同時配合梁漱溟大家一起求好求向上的鄉約精神，或許較為完

善，可行性也較高。另且，民主政治當中的人權、自由、平等之價值，也是相當重要但卻

為梁漱溟所忽略的。這些都是梁漱溟在對「德先生」的反思之中，所存在的不足之處。132 

民初二、三十年代，從事農民教育、農村改革的知識分子不在少數，像是陶行知、晏

陽初等人，多有推動農民教育、農村建設方面的努力和成果。133但是，極少有知識份子像

梁漱溟這樣，在鄉村的建設中強調傳統文化，進而實驗儒家式民主精神。梁漱溟至少告訴

我們，所謂「民主」，並非只允許西方式民主這一種模式而已，參酌中國傳統儒家文化，

建設符合民族倫理禮俗的新政治，這一梁漱溟對「德先生」所作出的反思，即使在現今來

說，依然有著參考價值。 

五四以來，破的多，立的少，梁漱溟是少有的能立者。在傳統與現代之間，梁漱溟以

中道而行，「從老道理」，「開出新局面」134，採擷儒家傳統文化，希望落實現代民主精神，

在儒學中如何開展出民主的重要議題上，梁漱溟作出的思考與實踐，未嘗不具有啟發性。 

 

 

                                                        
130

  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 年），頁 4、7、8、11、16、27、28、51。
張灝認為，西方社會在基督教原罪論的影響下，對於人類的墮落性與罪惡性有很強的省察，此即所

謂「幽暗意識」，此種意識導致西方社會對客觀法律制度的重視，以及民主政治中權力相互制衡原

則的形成。相較之下，儒家雖然也有對人性黑暗面的省察，但大致是間接的映襯與側面的影射，而

不像基督教是正面的透視與直接的彰顯。儒家的樂觀精神影響了中國政治思想的方向，是中國傳統

之所以開不出民主憲政的一個重要思想癥結。 
131

  胡平：〈儒家人性論與民主憲政——與張灝教授商榷〉，《從自由出發——歷史的良心與良心的歷

史》，（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4 年），頁 296。李明輝：〈性善說與民主政治〉，（文中第四節為

「對『幽暗意識』說的商榷」），《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 年），

頁 51。 
132

  民主政治，其實包含著諸多意涵。就其形式來說，是訴諸大多數人的治理方式；就其內容來說，具

有人權、自由、平等之道德價值；就其制度來說，是法治精神以及講究權力分立。不可否認，梁漱

溟對民主政治的認識，尚頗粗淺，大多僅著眼於民主制度的形式，這確實是梁漱溟的不足之處。此

處意見乃學報評審人所提出，特此感謝。 
133

  參同註 106，以及江明淵：《民初陶行知、晏陽初教育理論與民間文學之關係研究》（臺北：學生書

局，2006 年）。 
134

  同註 19，頁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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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th self-cultivation and social engagement are among the main concerns of Confucians. 

Liang, Shu-ming, on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scholars of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 spent 

ten years on his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While most studies are focused on the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itself,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re hides Liang’s reflection on 

democracy behind this Movemen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Liang’s theory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which is the reflection on democracy system from the West. Firstly, Liang’s social 

concerns will be discussed. Secondly, Liang’s reflection on Western type of democracy will be 

analyzed. Thirdly, Liang’s experiment on the Confucian type of democracy will be brought 

forward. On the issue of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cy, Liang’s opinion deserved more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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